
 

中国政治传统研究与历史政治学

的可能性

任     锋

摘    要    相对于晚近的新启蒙主义政治学，历史政治学的兴起蕴含了一个范式转移的契机，使得我们能够

以自身实践经验而非外来教条为本位来重构中国政治学的学科资源。长期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的

研究在政治学领域成为智识创新的洼地，无法与整个学科的知识更新之间形成良性循环。如果要真正发展解

释中国、评价中国和反思中国的政治学，这两个研究分支应当在正本清源中激发生机，积极推进范式转型。

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和监察权传统为例，历史政治学意义上的探讨揭示出传统内生的治体视角更具相关

性和参照价值。这启发我们反思对于民主政体和分权制衡等现代西方理论未经检验的倚赖，把历史找回来，

充分尊重第一手经验事实以发展具有原创性的理论和方法。历史政治学并非单纯提倡对于历史的再解释，而

是强调面对历史与现实之间的传统变迁，对于塑造行为实践的政治社会结构做出辩证性和启发性的理论阐

释。历史政治学的未来有赖于一系列代表性研究作品的验证和激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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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政治学是近年来中国政治学界的一个重要发展趋向，引起了学界同人的广泛关注和热议。对于这

个学术创新的现代思想资源，笔者曾提出双重源头的说法，从梁启超代表的现代中国政治学发端到钱穆系

统阐述的中国政治学论衡，初步勾勒了历史政治学可以从现代学术传统中汲取哪些资源、借鉴何种教训。①

另外，关于历史政治学的学术议程，已有多位学者进行了初步探讨和展望。②这些讨论，为这个新生领域

的拓展奠定了必要基础。

历史政治学的出现，背后其实是政治学界多个学术谱系在某种共同问题意识下的汇流激荡。当代西方

学术领域内历史制度主义、比较历史分析与历史社会学对于社会科学之历史维度的强调，以及这一进路对

于中国社会科学界的启发，构成了历史政治学的西学缘起。这一面与西学前沿发展关系紧密，也较能引起

学者关注。而历史政治学的中学缘起，牵涉到相关学术领域的危机与反思，还未得到认真清理。本文致力

 

①中国人民大学历史政治学研究中心近期集中推出了“历史政治学”的系列论文。参见杨光斌：《什么是历史政治学》，第 3−21 页；姚中

秋：《论历史政治学的中国议题》，第 22−50 页；任锋：《历史政治学的双重源头与二次启航：从梁启超转向到钱穆论衡》，第 51−
69 页；《中国政治学（第四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

②张树平：《改变生活的政治与改变政治的生活：一种历史政治学分析》，《学术月刊》2018 年第 9 期；徐勇：《历史政治学视角下的血缘

道德王国−以周王朝的政治理想与悖论为例》，《云南社会科学》2019 年第 4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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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追问，历史政治学何以可能，如何展开？透过在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领域具有典型意义的案例检

讨，笔者希望能够对历史政治学的具体推进提供一个启发性视角。

一、从新启蒙主义政治学到历史政治学：范式转移的契机

笔者曾以新启蒙主义政治学来定位现代中国政治学的精神基调。受世界现代化浪潮冲击，其定向在于

以西方晚近三四百年发展起来的社会政治模式为人类现代理想的唯一出路，也以此对于中国的历史传统和

现实发展进行评判指引。①这一基本取向在政治学不同领域表现方式和程度不一，对于学科理论基础的塑

形发挥了长期深刻的影响。激进的反传统主义、由于现实政治不满而衍生的文化和历史虚无论，不幸成为

新启蒙主义政治学的精神胎记，也构成现代转型过程中不断发作的病灶。在这种时代冲力下，现代中国的

政治学可以面向西方，面向未来，有强劲的现代自觉和学习勇气，但是缺乏健全的历史意识和传统自觉，

更谈不上独立的文明精神。换言之，新启蒙主义政治学认定，中国的历史传统无助于国家的现代转型，主

要发挥了阻碍和破坏的消极作用。至多，在现代转型方案中，它们属于边缘性的、配料性的因素，主要贡

献在于促动引进西方现代模式的价值、理念和制度。

在这种学术基调下，我们可以俯瞰政治学领域内各具体学科的相对发展。西方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

 （或被归为中外政治制度）自然以追踪西学潮流为尚，无论此潮流是古典，还是新派、后现代。中国政

治、比较政治、国际关系，也是在以现代西学为模板的政治学理论和方法的引导下加以推进。这里的中国

政治，以当下现实政治发展为主要研究对象，却往往是在西方现代政治学的思维体系下来建构自己的分析

架构与议程体系，从利益分析、权力权利到政体、政党、社会组织、民主转型、法治、国家治理等等。

不可否认，这样的政治学建构在中国现代转型过程中，突显国家建设以应对世界挑战，有其历史合理

性。然而，实践挑战的紧迫性、转型过程的艰难和漫长，很容易使我们形成对于问题解决资源的某种迷

思，即新启蒙主义对于现代性的一元主义执念。源出于西方具体时空下的政治学被推崇为普遍适用的基本

原理，这使得一元主义的僭妄尤其具有遮蔽性。轻视政治经验源生于历史的传统正当性，极易造成各种理

论教条支配下的启蒙迷思，这一思维偏至在现代中国政治学中是影响深远的。折射到具体领域，最显尴尬

的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制度史。我们看到，自这两个领域形成之日起，就是在这种一元主义现代性的

评判标准下被支配、被宰制。这一点，无论是在现代政治学创建者梁启超那里，还是在对于传统持有同情

理解态度的知识分子萧公权、牟宗三那里，表现得都十分清晰。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制度史的研习，在

消极意义上展现为对于专制主义的批判，在积极意义上则是对于具有某种现代性意味的传统因子的艰难发

掘。②在这种来自他者的一元主义现代性标准的审视下，研究对象的价值，无疑是轻微的，甚或是危险

的。这种狐疑态度的极致，是对于中国是否存在西方意义上的政治思想、政治制度，以及对其加以严肃知

识探究之必要性的否认。民国时期，钱穆在北京大学开设《中国政治制度史》的艰难、萧公权在清华大学

讲授《中国政治思想史》所遭到的非难，是这一智识心态的典型折射。③

长期以来，中国政治思想史和中国政治制度史的教学与科研，已经成为政治学领域的洼地、绝港。人

们发现，似乎难以在这些学术领域的知识贡献与政治学的实质进展之间寻找到具有启发性的关联，其知识

产出既难以在政治学其他领域获得拓展转换，也难以在政治学以外的人文社会科学中（如历史学、哲学、

法学和社会学）确立属于政治学特有的学术贡献与尊严。相映成趣，西方政治思想史等领域伴随西学引进

的一波又一波浪潮，形成持久的吸引力，与政治学其他领域之间也能够连接成各种知识循环，与社会改革

的不断号召之间也隐然形成长期连绵的呼应。无论是各种时髦主义的风云变幻，还是晚近以政治哲学为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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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任锋：《新启蒙主义政治学及其异议者》，《学海》2015 年第 5 期。

②参见任锋：《历史政治学的双重源头与二次启航：从梁启超转向到钱穆论衡》，《中国政治学（第四辑）》，第 51−69 页；《再造家国：

治体论与近世秩序的公共性和法度化》，《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导论，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9 年。

③参见钱穆：《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第 169 页；萧公权：《问学谏往录−萧公权治学

漫忆》，上海：学林出版社，1997 年，第 114−115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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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西学教诲，似乎造就了政治学的云端高地。

 “洼地”与“高地”的奇特格局，并不能客观反映中国与西方政治传统资源的实力对比，毋宁说更体

现出新启蒙主义政治学中一元主义思维的根深蒂固。历史政治学的出现，是对这种执念的解魅和克服。人

类现代世界的开拓并非只有一种模式和道路，就如同人类历史文明的构建本就各自不同，各有短长。应当

认识到，政治学作为社会科学的时空实践属性，天然地警惕某种一元主义的教条崇拜。

可以说，历史政治学的呼吁，是致力于反思新启蒙主义政治学的某种思维定式。历史政治学强调对于

实践的优先关注，以实际问题的来龙去脉为思维引导，提倡对于现实经验的分析与既往实践传统的密切结

合。西学有其自身的复杂实践脉络，从中形成的政治价值、制度和行为也需要历史地、批判地对待。历史

政治学提醒我们，避免将他者的复杂政治系统加以抽象化、教条化甚至是神圣化。类似智识思考的结果，

容易造就政治学的意识形态化和神学化。

历史传统作为人类政治实践的既成结果，应当得到政治学的优先关注。一个地区和民众漫长深厚的政

治思想与政治制度实践，是该地区政治学发展的第一基础。对于他者经验智慧的借鉴学习，应以此为前

提。中国发展自身的政治学，如果以他者的政理和政制作为基础原理，而轻视甚或否认中国政治思想和制

度传统的基础价值，将会是一个违背基本实践常识的智识扭曲。对于西方政治历史与现实政治研究之间的

连续性能够欣然接受，却漠视中国政治传统与中国政治研究之间的有机联系，这种立场本身就是双重标

准、实践上的不一致。一边是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研究的博物馆化、古董化，一边是当代中国政治研

究的唯西学马首是瞻，正是将传统与现实截然割裂，未能认真、深入地理解二者之间的深层联系。

在这个意义上，历史政治学的提出，为我们反思和走出新启蒙主义政治学提供了一个范式转换的契

机。它蕴含了依据实践传统和实际问题对知识学术体系进行正本清源的可能性，能够引导我们对学科资源

格局加以优化重整，重新认知各个学科资源的潜力和未来价值。中国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制度史的研究，需

要尊重悠久传统的内在机理，真正客观认真地对待传统内部历史与现实之间产生的问题与张力，从政治学

原理的基础层次提出具有原创性的学说。笔者曾提出“以中化西，古今相维”的思维方法论。①前者是

指，在尊重传统、深入传统的前提下，继续开放吸收西方政治思想与制度、政治学理论的知识，将其真正

转化为我们自身的智慧。“古今相维”强调的是，在历史与现实之间发现与构建实质性的有机联系。中国

政治思想和政治制度不仅仅属于过去的历史，也是奔流在中国大地上的鲜活实践浪潮。传统的精义，本来

就是探讨历史与现实之间连续性与断裂性、保守与变革的辩证法。只有这样，中国政治思想和制度史的研

究，才能真正告别古董化和博物馆化。

从新启蒙主义政治学到历史政治学的转移，其初端在晚年梁启超那里即已有所闪现，《先秦政治思想

史》《中国历史研究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反思中调整了对于中华文明的评价基调，对于西方现代性

文明的认知也趋于平实，礼治与法治的类型梳理就弱化了其早年对于法治主义的激进推崇。钱穆对于梁任

公的晚年契悟褒赞有加，更由此推进了对于中国政治学自主性的自觉。这一自觉正是奠基于他磅礴深邃的

史学和传统睿智之上，表达为对于中国政治理论和制度摆脱西学附庸地位的终生呼吁。他在晚年提出中国

政治学学术论衡，正值中华文明世界在 20 世纪 80 年代迎来振兴，其中包含的文明自觉启示和学术自主意

志值得当下的政治学人好好领会。②

二、历史政治学范式下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以治体论为视角

历史政治学的价值必须透过足够丰富而坚实的具体研究加以体现，在思想史和制度史、政治学理论、

中国政治与比较政治等领域都可以展开历史政治学范式意义的研究创新。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研究领

中国政治传统研究与历史政治学的可能性

 

①任锋：《天理、治体与国势：现代变迁中的儒家传统》，《文化纵横》2014 年第 1 期。

②任锋：《立国之道的新和旧：钱穆与中国政治学的自觉》，《中国政治学（第一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8 年，第

208−276 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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域，由于其原生的历史特性，更是责无旁贷，任重道远。这就需要我们思考，这些领域的历史政治学研

究，何以可能？

杨光斌近年来在一系列犀利的学术评论中提出“历史中的政治思想研究”与“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

之比较。“思想史中的思想研究旨在关注某一思想在思想史或思想体系中的地位与贡献，变成了此思想与

彼思想的比较研究；历史中的思想，意味着思想者要回答的是他所处的时代的重大问题是什么。”①

他认为，当下政治学领域思想史研究的主要路径仍然是“思想史中的思想”，而非“历史中的思想”，因

此较难取得重大突破。从“历史中的思想研究”出发，不但要熟悉思想家的著作，更要广泛地阅读思想家

所处的时代，理解思想家的现实性关怀。

杨光斌的这个批评反思了晚近流行的政治哲学式理论研究进路的唯文本取向。他对思想史研究之历史

维度的强调，不仅仅是一般意义上对于话语脉络、历史背景的方法论提倡，而是希望经由历史实践的比较

视野树立起思想史研究的政治学理论自觉。这是基于政治学的学科原理意识而生发的一种学术期待，与我

们所说的历史政治学旨趣相通。他的这一批评对于政治学的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弥足珍贵，可以帮助我们

比照人文学意义上的同类研究更加明确自身的学术特质。

衡之当前的中国政治思想研究，其弊端正在于由于缺乏求真求善的政治学原理自觉，尤其是文明自主

性前提下的学术自觉，长期以来过于倚赖西学输入的学术理论，在议程设定上难以超越对于后者的亦步

亦趋。

这里试以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研究状况为例。这个案例可以说是中国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核心

议题，透过它可以很好地透视学人处理传统与现代之关系的进路和水准。围绕《明夷待访录》的政治思

想，研究者长期聚焦于民主与民本的争论。晚清以来此书参与到思想启蒙、政治变革的历史进程中，受到

维新派和革命派人士的共同推崇，被置于与卢梭《民约论》作比拟的视野下，几乎由此而锚定了研究者的

分析框架。持民本论者，强调此书并未转向或蕴涵民主思想，仍然笼罩于传统君主专制主义的民本论之

中。这一评价虽然趋向消极，在评判标准上实际仍是依赖民主政体的理解标准，只不过是处理民主镜像的

反面。而持民主论者，往往会强调此书思想中的几个要点，如基于公天下理想批判君主自私独断、强调

 “有治法而后有治人”、提出一整套学校议政分权的设想。第一点君主批判被认为有导向民主的趋势，强

调治法优先被认为与法治重于人治的理念相通，学校议政则与议会代表的权力制衡呼应。民主、法治、分

权制衡，这些西方现代政治模式中的要素，被引进树立为评判《明夷待访录》的天然标准。

这一研究进路可以视为新启蒙主义政治学的典型。事实材料、实践经验在我们这里，但是分析架构、

解释评价标准却从外拿来。后者还可以随着我们对于西学的了解深入而不断推陈出新，采取更多透视点，

比如自由、宪政、公民社会、分配正义，不一而足。当然，这本经典文献参与的历史进程，本就是中西古

今交汇的大场域。引用这些西学中的重要标准，不失为一种诠释再生成的方法，中国政治思想研究不必排

斥。问题在于，陈陈相因，习以成性，在实践真实性意义上，我们是否还可能有更为精准、从而精深的研

究视野？

如果我们能够真正地进入思想文献的历史脉络中，秉持一种开放、审慎的理解立场，就有机会在过于

依赖他者的评判视野之外开辟出不同的道路。这个工作要求我们在面对思想和历史时，做到最大程度的

 “实事求是”，努力如其所是、平情就实地进行思考，对于既有的分析架构和视角保持足够的反省审慎。

回到《明夷待访录》。遵循这样的思路，我们可以发现，它的生成自有其传统内在的思想和历史脉

络。不妨以民主论者强调的三要点为例。《原君》的君主批判论，其实是近世理学历史哲学的极端表述。

宋学中二程兄弟关于三代前后政治的二元判断、朱子与陈亮关于王霸义利的辩论、理学家的公私观，以公

私二分作为三代与三代之后的政治分野，这一点与黄梨洲对于三代之后政治的激烈抨击相距不远。梨洲在

这一点上发扬的公共原理、君主批判，言辞的确激烈，思想却仍属近世理学大传统，与晚清以来的民主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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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相关。①其次，梨洲治法优先的观点，实际上也不是横空出世、长夜孤烛。这种对于纪纲法度、祖宗

之法的关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宋学传统中的经制事功学。对于三代之法、汉唐之法与祖宗之法的不断比

较，是近世政治思想中的流行话语，由此而衍生出新儒学关于国家宪章、纪纲法度的丰富论说。②梨洲对

于三代以后历代纪纲法度的批评，尤其是对于有明一代国家法度的沉痛反省，乃是在近世关注“以法为

治”“任法”的经制事功学立场上提出的彻底检讨。没有后者的思想传统，很容易误会或过高估计梨洲治

法优先论的突破价值。再次，梨洲的学校制度设想，在天子权威之外又树立一个公共的合法性权威。学校

制度本身是中国政治传统的一大核心构成，宋明以来渐入盛期的社会讲学运动、书院建设浪潮是梨洲身处

的实际历史场景。而如果我们同样了解近世以来的公论政治、台谏传统，就不会简单地挪用西方后起的议

会制度来想象梨洲的学校意涵。③

质言之，找回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历史维度，我们才可能超越现代以来过于依赖西学加以评解的

逼仄处境。然而，这只是历史政治学工作的一半。除了揭示思想文献的历史脉络，我们还需要对其问题意

识、理论关怀有政治学意义上的澄清。只有这样，才能深入揭示出历史脉络后面的义理，也才有可能将其

从后发外来的诠释境地里拯救出来。具体到《明夷待访录》，它实际上是理学与经制事功学这两个近世思

想传统在治体主题上一个极具创发性的综合提炼。

治体论是我们理解《明夷待访录》时更符合历史脉络、更对应其思想意涵的理论参照系。“有治法而

后有治人”这一标志性思想命题的提出，回应的不仅仅是先秦儒家荀子“有治人，无治法”的论断，更是

秦以降治体论传统围绕治法与治人关系的思考突破。④治体论代表了中国政治传统关于秩序和宪制构成的

系统思考，其核心议题是治道、治人与治法的整合性关系。这三者分别指向一个政治社会的秩序原理、政

治主体与治理规则体系，经由不同整合关系建构起了一个比较完备、辩证的秩序思考框架。先秦经典、诸

子百家如儒家、如管子、如道家为它提供了初步的思想渊源，秦汉之际的贾谊极具代表性地整合百家资

源，开启了治体论传统。可以说，这个传统与秦以后大一统郡县制国家的秩序建构紧密对应。

治有体，政有要，治体论应对广土众民大规模共同体的统治挑战，凸显了探讨宪制秩序要素和模式的

根本问题意识，发展出经世治民的政治学传统。在秦汉之后讨论国家体制的重要论域，我们都可发现这个

传统的集中表述。其中代表，如贾谊《新书》、荀悦《申鉴》、杜恕《体论》、唐代《贞观政要》、宋明

以来的《近思录》《大学衍义》《宋朝大事记讲义》《大学衍义补》、明清之际王夫之《读通鉴论》《宋

论》、清代《皇清经世文编》等经典文献。汉唐时期的治体论初具规模，宋学则见证了治体论的发展高

峰，对于三代、汉唐、宋明各代立国秩序和体制的纵向历史比较，实际上构成了中国意义上的“亚里士多

德传统”。⑤明代张居正以“治体用刚”为执政宗旨，认为宋代治体偏于宽柔，明代立国规模近于殷商，

治体以威猛刚强为基调。晚至魏源编纂道光以前的清代重要政论，治体都仍然是文献分类的一个核心范

畴，用来汇编关于君臣、纪纲法度、公私义利等重大主题的经典文献。⑥晚清变法之后，国人引进西学、

东学，西方现代的政体论、主权论逐渐成为中国政治学的流行理论，传统治体论似乎趋于隐没。但是，仔

细阅读现代人物的思想言说，即使是引导西学最力的梁启超、严复等人，其思维观念仍然受到治体论传统

的潜在影响。在对中国传统文明自觉性更为强烈的人士，如钱穆那里，治体论的影响更是显在的，并且积

极推动他们对西来理论进行辩证选择，进行传统的现代更新。⑦

中国政治传统研究与历史政治学的可能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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治体论关注治道、治法与治人三类要素的整合关系，思考秩序价值原理、统治和治理规则模式与政治

主要行动者的互动构型逻辑。我们既可以从规范性理论层面考察历史上各个思想流派和人物的治体理论，

也可在经验演进的基础上探讨不同政治实践的治体论涵义。在近世，秩序演进体现出鲜明的宪制化、法度

化特征，尤其促成了治体论中治法层面的重要进展。明人陈邦瞻在万历年间观察世势趋向，“宇宙风气，

其变之大者有三：鸿荒一变而为唐、虞，以至于周、七国为极。再变而为汉，以至于唐，五季为极。宋其

三变，而吾未睹其极也。变未极则治不得不相为因，今国家之制，民间之俗，官司之所行，儒者之所守，

有一不与宋近者乎。非慕宋而乐趋之，而势固然已。舟行乎水而不得不视风以为南北，治出乎人而不得不

视世以为上下。故周而上，持世者式道德，汉而下，持世者式功力，皆其会也。逮于宋，则仁义礼乐之风

既远，而机权诈力之用亦穷。艺祖、太宗睹其然，故举一世之治而绳之于格律，举一世之才而纳之于准绳

规矩，循循焉守文应令，雍容顾盼，而世已治”（陈邦瞻：《宋史纪事本末》“叙”）。近世政治崇尚法

度格律准绳，秩序法度化成为客观秩序趋势。关于近世“以法为治”“国家以法为本，以例为要”“本朝

以律为经”的论述，在宋明儒思想中引人注目，在现代中国却沦为一个被遮蔽的历史议程。①这种紧密结

合立国政治实践而发展起来的儒家治法思想指向治体论的法度纪纲层面。围绕君主威权与士人共治建构起

来的秩序公共性，如何在纪纲法度中得以落实，与公法产生何种对应，换言之，政治社会中心的构建及其

法度化、宪制化，形成近世秩序演进的根本性议程。

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的源生性，需要放置在这个传统中去理解。梨洲对君臣法度的追原，是在公私

义利这一治道原理上进行的彻底反思，充分吸收了理学历史哲学的道德理想主义精神，表现为对于理想政

治主体的追求，也是对于明代祖宗之法的激烈反弹。他对三代之法和后世之法的比较、对祖宗之法的批

评、对于学校制度的构设，显示出治法层面的丰富思想积累，既有理学传统的制度理想主义，也继承了经

制事功学对于纪纲法度、各种具体制度政事的积极探讨。他在这几个层面的治体论述，是应对明清鼎革这

样天崩地解的秩序重构挑战，在思想资源和问题意识上整合了治体论传统的长期积累。这些思想因素在理

学和经制事功学传统中经过数百年酝酿激荡，应对王权专制和士人共治的历史张力，在明清易代的秩序窗

口期经由黄宗羲而有一个凝练激烈的突破。至于这个突破的现代意义，需要在澄清历史实相的前提下去追问。

晚清以来，对于黄宗羲《明夷待访录》相继出现了具有深度反思性的批评，评论者包括朱一新、章太

炎、宋育仁、钱穆等人。这些批评的思维架构明显继承治体论传统而来。比如评论的焦点之一是治法与治

人的关系。围绕宰相和学校制度，朱一新强调从治人政治技艺（君道主德）层面来看待明代废相，从风俗

教化的礼法层面来反思学校议政的制度构设，章太炎、宋育仁是从政治体制传统内部的君主宰相权力平衡

的视角对学校鼓励士人议政提出异议。黄宗羲彻底抨击三代之后的现实法度，这一点也受到广泛批评。朱

一新、章太炎、钱穆都揭示出梨洲在这一点上的道德理想激情，主张以一种合乎经验理性、历史理性的态

度来看待三代之后的政治传统，不能简单以政治主体的主观道德意志作为核心标准。总体上，这些具有思

想深度的评论，显示出这一思想文献与治体论传统的内在关联，后者才是理解《明夷待访录》更具相关性

的理论视野。评论者也涉及了立宪、法治、民主等现代议题，如钱穆将其与五权宪法结合起来思考，但需

要看到，他们的现代解读是在充分明了其传统脉络的基础上进行的。而这一基于政治文明传统的理论视

野，在启蒙主义的政治学研究中，是被遮蔽、被抛弃的。

治体论在问题意识和理论视野上比聚焦权力配置的现代政体论更为宽广丰富，治道关乎秩序精神道

义、政教关系和意识形态问题，治法涵括了丰富的礼法制度资源，治人维度提醒我们注意实践主体和人事

的重要性。三者整合的体系视野，有利于宏观审视政治宪制的价值、德行和法度。当我们不经反思地依照

政体思维来重构中国政治智慧的时候，丧失自身的理论原创性无疑是得不偿失的惨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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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历史政治学与中国政治制度史的可能突破：以台谏权为例

现代转型过程中诞生的中国政治学，长期以来笼罩在西学话语中，缺乏足够自觉的反思能力。用现代

兴起的外域理论思维，来打量数千年积累形成的文明政治传统，以近衡远，以小掩大，造就了中国政治学

的启蒙迷思与自我失语。中国政治思想史的传统解读，本来应该为我们展现出更具源生性、切题性的理论

资源，反倒成为对此启蒙编码最缺乏抵抗力的重灾区。这一尴尬现状，值得国人深省。相似情形，也见于

中国政治制度史领域。

这一领域，围绕“专制”“封建”等核心概括形成的政体论、社会形态论争论，在现代学术史上聚讼

不已。晚近对于具体制度的研究，如宰相制度、选举制度、军制、财政和法律制度等趋于精致、深密，做

出了扎实可信的成果。但在宏观理论上，政体论与社会形态论的架构设定，难以绕开或搁置。宏观判断势

必会影响到对于具体制度的深入探讨。

这里选择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为切入视角。这是中国政治制度中较能体现传统文明精神的一个部分，在

宋代有极为重要的发展，也有益于我们理解现代监察权的传统渊源。需要探讨：既有的相关研究，在依据

和运用的政治理论上呈现出什么状况①；历史政治学的进路对于制度研究能够带来什么创新贡献？

先来看第一个问题。台谏权依托于台谏制度，从属于中国的监察和谏诤传统，包含了丰富的制度、思

想与文化资源。宋代是台谏并称、发达的历史活跃期，宋人甚至将台谏视为立国的根本。在中唐以后，宋

代台谏制度直接影响了近世监察传统的走向。对于台谏制度的研究，既包括其内在各项制度（建制、选任

和职能）的构成和演变，也需要考察其在整体政治社会系统中的角色和功能。从一个什么样的理论分析架

构去进行这些工作，是研究者始终会面对的问题。

目前比较自觉的理论参照系仍然来自专制政体论以及作为其对立镜像的分权制衡论。虞云国先生的

 《宋代台谏制度研究》是这方面的代表作品。②虞著对于宋代台谏制度的总体评价，是在“封建君主官僚

制度”“君主专制”的大传统中来褒扬宋代台谏制度体现出来的分权制衡精神，并检讨其失败。值得肯定

的是，虞著清晰体现出现代制度史撰述较少着墨的政治学理论自觉，将分权制衡理论作为参照系引入对于

台谏权的解释评价中。虞先生认为，专制论把传统政治史“说死”了，而“说活”的出路在于发掘传统中

蕴涵的普世政治机理。如果分权制衡是现代政治文明的普遍原理，中国政治传统的演进是否与此相距甚

远，毫无关联呢？虞著质疑传统批判论者的否定论调，致力于论证宋代台谏制度已经形成了可观的分权制

衡传统，其中枢权力结构对于君权显示制约态势。就此而言，虞著比起流俗的专制政体论有较为积极的理

论探讨意识。

虞著高度评价宋代台谏制度的政治贡献，同时认为由于受到人治文化和君主专制的束缚，其努力仍然

只是君权独尊下的不稳定分权，最终不能改变君主独裁的失败命运。从后来明清君主专制空前强化的历史

来看，宋代出现的这个发展在中国政治传统中孤灯独明、难能可贵。

此书对于分权制衡理论的援引，是其亮点所在，然而也构成其局限（这一局限在同类制度史著作中不

同程度地存在）。宋代台谏制度的实践经验的确包含了权力运行的自觉与权力制约的客观效应，蕴涵了历

史新变的因素，在这个意义上，引入分权制衡论有一定的对应性、解释力。然而，同时也应当认识到分权

制衡理论的适用界限与有限性，避免将其绝对化、公理化。

虞著对于孟德斯鸠的理论推崇十分鲜明浓烈，与此密切联系的人治法治论、专制分权论带有 20 世纪

中国政治传统研究与历史政治学的可能性

 

①政治学界在这方面乏善可陈，这里以史学界的当代成果为例。

②虞云国：《宋代台谏制度研究》，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 年。同类作品中，刁忠民的《宋代台谏制度研究》（巴蜀书社，1999 年）

考证细密，着重依据台谏制度内在结构的成败来解释统治兴衰，倾向于传统史学“人存政举”的立论立场；贾玉英的《宋代监察制度》

 （河南大学出版社，1996 年）论述周全，专门分析了台谏与改革、党争、权臣等议题的关系，但仍未脱君主专制论的分析框架。史学界讨

论可参见李立：《评〈宋代监察制度〉〈宋代台谏制度研究〉》，《新史学》2000 年第 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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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年代新启蒙政治学的鲜明印记。问题是，孟德斯鸠的分权制衡理论是否普遍适用而有效？孟德斯鸠依照

英国政治观察提炼出来的这一理论，并不能反映当时英国实际政治，更多的是孟氏依据法国经验和古典历

史做出的理想化和纯粹化。分权制衡理论的突显，内嵌于孟德斯鸠推崇封建式自由状态而贬抑集权君主制

的历史褒贬之中，折射出他本人对于大国集权政治的忧惧，在政体类型学中导向了对于东方他者的污名

化。这在西方政治思想研究中，并非新论。①它对于美利坚立国的影响，也是一个高度争议的问题。如亨

廷顿所言，美国政治更多继承了英格兰都铎政体的遗产，强调政府职能的混合共享，而非权力的严格分

立。②事实上，分权制衡理论虽然在原理上被认为是现代民主政体的基石，欧美现代国家的政治现实早已

不能用这个原理来解释，它更多是一个理念上的纯粹范式。③对西方政治经验都未必能有效解释的分权制

衡论，是否适合直接移用来解释和评价中国的政治传统呢？是否还有更为合适的外来政治学理论可资参

考？如果在西学资源中再度寻觅，混合政体论倒是可能相对接近一些。而从混合政体视角来看，虞著对于

君主角色的消极看法可能需要修正，对于台谏权的职能考量也需要重新斟酌。书中对于宋代分权制衡缺陷

的检讨归于君主专制这一病根，从虚君的民主规范立场来推想权力制约的保障问题，造成了民主反专制论

与宪制分权论在作为评价总纲上的某种错位。即使在现代人民主权的基础上，政制结构同样需要面对类似

君主制要素的问题，监察权与此要素构成何种关系，传统中发挥多样职能的台谏权为何转变为现代以弹劾

为专职的监察权，这才是我们需要从历史政治传统中汲取的反思智慧。

至少从表层看，身兼最高权威耳目与天下公论渠道之双重身份、高度参与立法、行政、司法、外交和

监察等多项领域的宋代台谏权，与强调职能和人事严格分立的分权制衡论之间，差异相当显著；适用于现

代民主政体的分权制衡理论，挪用来审视古典君主政体的实践，可以作为一个批判性的评价参照，而非解

释性的内生理论资源。以明法司宪和论政补阙为宗旨的台谏权，在传统视野中更多优先强调政治运行的道

义、职责，导向协和一体的积极有为之善，注重权力机构在相维这一大前提下的相制，尽管在运行实践中

也显现出权力对抗的逻辑。台谏权背后的传统政治立意，对于政府和官制，与西方现代的权力制衡所依托

的政治观，精神原理上存在类型差异。

另一个相关联的问题是，虞著对于现代法治和宪制的理解过于窄化、刚性，这也影响到对于传统政治

的理解趋于逼仄、呆板。比如将法治视为制度化的明确规定与严格制约，而将风俗、习惯、礼乐等归为人

治。事实上，后者中礼俗代表的故事、典故、宪章、宪典，本身是习惯法性质上的礼法传统，它依赖于政

治人的信念、行动和德行，对于更为显明、更具制约效力的制度规范发挥着基础性的滋养酝酿功能。人治

与法治的教条论调在这方面缺乏分疏力，没有把握到制度演生的深层逻辑。再如，“恩归人主，法在有

司”“权归人主，政在中书”的传统概括，表达的是传统体系的宪制性原理，不能以法度化的单一尺度简

单将君权视为破坏法治的人治，忽视不同职能分工对于整个宪制体系的特殊意义。④这方面同样牵涉到对

于君主角色的宪制理解，书中偏于从专制独裁角度展开认知，是其一大限制。对于台谏权的定位，囿于反

君主专制的现代情结，趋向于将其视为一个简单的宪政限权意义上的“善”，没有将历史经验中的问题复

杂性充分揭示出来。宋人对于台谏权的认知，既有苏轼、陈亮从制约权相和独断君主视角做出的阐发，强

调相维相制（而非分权制衡）的治法精义，也有很多着眼于立国模式这一更为根本的宪制结构，将其视为

养成忠义士气民风的立国根基、内嵌于祖宗之法。后者代表了一个更为宽广深厚的立国宪制视野，抓住了

台谏权的治体关键，体现出传统政治理解的特质。

总体上，分权制衡理论可以用来审视宋代台谏制度，但未必是一个最为切合的理论资源，需要明确其

适用界限。对于产生于一时一地的有限理论，应该避免绝对化、普遍化、公理化。它引导我们聚焦于最高

Academic  Monthly 第 52 卷 01 Jan  2020

 

①施特劳斯：《从德性到自由−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讲疏》，黄涛译，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7 年；蔡乐钊：《孟德斯鸠分

权制衡理论的历史观−重温《论法的精神》》，《政法论坛》2013 年第 2 期。

②参见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第二章“政治现代化：美国与欧洲之比较”，上海：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 年。

③可参见莫恩斯·赫尔曼·汉森：《混合宪制与三权分立：现代民主的君主制与贵族制特征》，《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12 年第 2 期。

④任锋：《重温我们的宪制传统》，《读书》2014 年第 12 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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权力主体与权力运作方式，即君权与法治问题，这本质上是一个政体论的思维导向。需要追问的是，真正

适合于解释中国传统政治的理论资源是什么？怎样才能帮助我们把握研究对象所蕴涵的真问题？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等相关论述中对于宋代台谏的分析，基于政治传统内部的制度比较和政治

系统剖析，提出了较为贴合历史脉络的论断。①钱先生认为宋代台谏将主要对象从君主转移到宰执百官，

造成了行政权与台谏权的严重冲突，宰相政府不能施展作为。后者又借重清议公论的道德文化激情，鼓动

好议论的风气，加剧了对于政府的掣肘，最终形成宋代制度特有的弱症。笔者曾指出，钱先生基于中国政

治传统的洞察，提倡中国政治学理论的自觉。他对于中西政治精神的比较概括，见于“政民一体”与“政

民对立”等论述。西方往往强调政治系统的敌对相抗（“敌抗之形”），中国透过选举、教育、监察等安

排发展出一体崇合的政治系统。监察权在政治系统中对于政务人事提出谏诤和弹劾，与行政等权能形成相

维相制，而非凌驾其上，无法节制。②中国传统对于道义−职责与法度−权力的看法，与分权制衡理论及

其背后的文明精神，有何同异？这个前设理解会影响我们制度研究的一些基本框架，进而形成或许大相径

庭的判断。钱先生对宋代台谏的论述，与他的这一理论相一致，其实也是继承了传统政治学的问题意识和

思想资源，比如叶适《习学记言序目》、王夫之《宋论》《读通鉴论》等一系儒家政论思想。③

此处以王夫之为例。他在《宋论》卷四“仁宗”篇对于宋代台谏进行了系统深入的批评，认为仁宗的

台谏制度导致了台谏与宰执的相激不下，政治精英的行为模式开始转变，从北宋前期的镇静朴实趋于浮薄

躁动，社会风气陷于空谈盛言，朋党竞争趋于极化恶化。仁宗之治被后人视为盛治，台谏敢言被视为善

政，而在王夫之看来反倒是为宋代衰亡埋下了祸因，台谏变异是一个关键因素。

从王夫之到钱穆，他们的台谏论述其实一脉相承，我们这里不能展开具体探讨。值得注意的是，他们

为我们展现出了来自传统自身的思想和理论资源，一种扎根于自身历史演进的政治学视野。王夫之代表了

来自古典政学传统的治道思想，对于政治理想与现实，依据经史经世之学提出了极具洞见的论述：什么是

治道典范？怎样维系君权、行政权与台谏权之间的关系？政治家的“大臣之道”是什么？为何“以言相

尚”会导致政治的败坏？如何处理政治中的言与行？这一谱系的知识思想资源，在现代的制度史撰述中几

乎销声匿迹，沦为单纯的历史材料，完全遮蔽了其背后的政治思维智慧。我们的政学传统本来对于台谏振

兴形成了多面辩证的理解，既有批评也有褒奖，为什么在现代学术论域，却主要变成了单向度的限权意义

上的肯认？宋仁宗时期的台谏振兴，究竟是分权制衡意义上的进步，还是打破政制平衡的政教衰败之源？

在传统资源与现代论说之间，我们看到了令人遗憾的巨大断裂：后者无力也无心去进行具有传统针对性−
也是真正经验相关性的探讨。不得不说，现代国人对待历史政治经验的问题化处理，需要结合基于历史脉

络真实性的政治系统考量，避免一直被外来理论关怀牵着走。极少有人像钱穆，应对西学挑战，对中国政

学传统进行自觉的理论化梳理，避免对于西学资源的简单挪用。

如果概要式地指出从王夫之到钱穆的理论资源特质，可以说仍归属于中国的治体论传统。王夫之的论

述正是围绕治道、治人与治法的复杂关系，对于立国、变法、政治兴衰提出了贴合历史脉络的阐释。钱穆

在反思君主专制论之际，着眼于中国自身的立国传统，对于基本政治原理提出原创性论说。他的制度论，

立足于系统视野，强调制度与人事、与文化系统的紧密联系，这本就源于治体论中切合治人、治道来探讨

治法的传统思维。④在治法层面的政制议题上，我们当然可以引入分权制衡等理论来参辨审察。但是，不

能忘却这个层面是从属于一个整合性的系统之中，这个系统在历史流变里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复杂关联、自

成一系的文明精神。

制度史的一般撰述采取了偏于静态的形式，对制度本身的各个部分及其变化进行概括说明，或者对制

中国政治传统研究与历史政治学的可能性

 

①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第三章“宋代”，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 年。

②任锋：《立国之道的新和旧：钱穆与中国政治学的自觉》，《中国政治学（第一辑）》，第 208−276 页；钱穆：《国史大纲》，北京：商

务印书馆，2010 年，第 399 页。

③王夫之：《宋论》，卷四“仁宗”，北京：中华书局，2009 年。

④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前言、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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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与政治社会其他方面的关系加以各别阐发。历史政治学如果要在这个领域有所贡献，除了上述基本工

作，需要一方面吸收现代社会科学中诸如历史制度主义、比较历史分析、历史社会学的理念和方法，另一

方面激活传统学术资源的视野与精神，总体上将作为自变量和因变量的制度与政治社会结构之间的复杂关

联如实而带有启发性地呈现出来。比如党争这种政治文化精英竞争与台谏权的关系并未得到社会科学式的

剖析，比如监司制度对于宋代政治立国的核心价值亟需正视，这意味着我们可能应将目前以（中央）台谏

为中心的监察权考察适当调整为以监司为先行（基础）的立国宪制透视。

除了王夫之，宋代吕中《宋朝大事记讲义》为我们提供了非常宝贵的线索。①吕中总结性地阐发了宋

学中的治体论，把它作为解释和评价宋代政治变迁的核心资源。他看待台谏变迁，就是结合治体结构演变

来加以说明。他认为仁宗时期台谏权的兴起，实质是宋代政治纪纲（根本法度）的转型，从开国太祖时期

的以威权为纪纲，转变到仁宗以朝廷公论为纪纲。公共权威的构建，而非分权制衡，被认为是其中主题。

这既包涵了治道原理上从权威到公共性的转型，也意味着在治人即政治主体与治法即各项制度和礼俗方面

的政教治理形态的转进。台谏振兴，不仅仅是权力制度意义上的变化，而且包含了共治逻辑、法度传统、

政治精英类型的竞争和更替这些丰富面向，与历史中的战争动乱、政治更张形成更广阔的联系。吕中将这

一制度性权力带来的变化，放在宋代不同时期的政治形态演变中进行比较，透过这一纪纲即根本法则制度

来理解政治社会中权威巩固、政教涵化、精英竞争、学术转变的复杂关联，将纵向的阶段演进与横向的结

构透视结合了起来。《宋朝大事记讲义》可以说代表了我们的历史制度主义和历史政治学传统。对于我们

理解中国的监察政治学，理解现代监察权的新生，治体论是一个更加具有启发性的理论资源。作为一种经

验性的政治理论资源，它可以为我们以现代方式发展历史政治学提供弥足珍贵的向导。

以上结合中国政治思想史和制度史两个研究案例，探讨了中国政治传统研究与历史政治学的可能路

径。《明夷待访录》和台谏权，彰显出高度的传统与现代之互动性。在启蒙情结推动下，人们很容易将西

方现代某种具体、特殊的价值、制度和行为模式，作为衡量自身的普遍化参照系。而历史政治学的进路，

在深耕历史脉络的基础上，努力开辟出自觉的政治理论场域，建立起与传统内化相关的有机联系。

将中国政治传统研究从智识创新的洼地拯救出来，需要我们以最大的实事求是精神面对经验事实保持

开放、敏锐和耐心，将学术探索建立在锲而不舍的知识积累与理论反思之上。这里的经验事实，既包括已

经成为历史的过去，也指向正在曲折展开的现实存在。并没有什么灵丹妙药、救命稻草，能够在短期内扭

转这种局势，正如其形成也经历了几代人的执着。治体论的视角复现，意在提醒我们曾经拥有的广袤山

河，也会在当下以其自有的方式型构现实，譬如国家治理体系现代化称引“立治有体，施治有序”这一理

学治体智慧，需要我们开放而敏锐地透视古今之间的相通性。治体传统蕴涵了丰富的政治智慧，需要进一

步发掘中国政治传统中与其相关的规范性与经验性资源。这将构成一个可观的论域，引导我们透过与各种

相关理论（如现代政体、法治、治理）进行富有建设性的对话，将其引入追求善治的当下学术研究中，使

其成为在现实经验中再度焕发生机活力的新传统。应当看到，中国政治传统还有许多与此相似、深厚丰富

的储藏资源，它们似乎在学术视野中休眠了，却仍然在实践进程中深藏潜行，这需要政治学人不懈的发掘

与重构。

历史政治学的任务绝不仅仅是对于历史的复述，而是在发展新政治理论的问题意识下将考察目光延伸

到现代的实践经验。它提倡一种长远视野，真正将传统的历史经验与现代表现结合起来，加以比较贯通。

长时段文明传统的启迪，对于历史政治学是根本资源，是“把历史找回来”的基本要义。同时，政治学的

历史转向与发展新政治科学是并行互惠的两个使命。在现代论域下，它必然要求发展一种比较自觉，在古

与今、中与外之间进行广泛深入的比较，在新政治理论、新政治科学与既有的政治学之间进行比较，在经

史之学与现代社会科学之间进行有建设性的融合。从西学对中学的、现代对传统的双重自负中解放出来，

这种比较的目的是完善自身、扩展自身，更好地引导思考与实践。寻找并建立过去与现在之间真正具有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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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吕中：《类编皇朝大事记讲义 类编皇朝中兴大事记讲义》，卷六“真宗”、卷九“仁宗”，张其凡、白晓霞整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

社，2014 年；另参见任锋：《立国思想家与治体代兴》，第十二章“吕中与近世治体论的系统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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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性的智识联系，实现理论的创新性突破，将其与追求善治的实践导向贯通，并透过代表性研究加以验证

反思，这将是历史政治学对于学科重构的可能馈赠。

 （责任编辑：王胜强）

The research on Chinese Political Tradition and the
Possibility of Historical Politics

REN Feng

Abstract:   Comparing  with  the  neo-enlightenment  politics  since  1980s,  the  arising  historical  politics

involves  a  chance  of  paradigm transition  which  enables  us  to  reconstruct  the  subject  resource  of  Chinese

politics with our own practice rather than the foreign dogma. In the past years, there exists low-lying land on

the  research  of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olitical  thought  and  institutions,  so  that  it  could  not  promote  a

virtuous recycle with the upgrade of the whole subject knowledge system. In order to truly develop, assess

and reflect on the Chinese politics, the two research branches should be motivated from the deep root and

actively  pushed  to  the  paradigm  transition.  Taking  the  example  of Ming  Yi  Dai  Fang  Lu (Waiting  for  the

Dawn) by Huang Zongxi and the tradition of supervision institutions, it is more valuable and relevant of the

perspective of traditional, endogenous Zhiti (“治体” Fundamentals of politics) revealed by the discussion of

historical  politics,  which  inspires  us  to  reevaluate  our  former  sloppy  reliance  on  the  theory  of  democratic

polity,  separation  of  powers  and  checks  and  balances,  and  give  full  respect  to  the  first-hand  empirical

material  to  develop  original  theories  and  methods.  Bringing  history  back  to  political  science  means  the

awakening  self-consciousness  of  the  importance  of  the  long-term  historical  experience  in  Chinese

civilization for political thinking in contemporary praxis. In the context of the traditional transition between

history  and  reality,  historical  politics  doesn’ t  merely  advocate  the  reinterpretation  of  history,  but  give  full

consideration  to  make  dialectic  and  enlightening  theoretic  explanation  for  the  structure  of  social-political

relations shaping behavior and practice. So there still exists the need of verification and inspiration based on

series of representative research.

Key  words:   Historical  politics,  neo-enlightenment,  history  of  political  thought,  history  of  political

institutions, Zhi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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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nstitution Economics of the Right
— Perspective Transformation and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ZHANG Shuguang,  ZHANG Chi

Abstract:   This  paper  reviews  and  comments  on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which  is  changed  and

challenged  by  digital  information  economy,  focusing  on  the  paradigm of  ownership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ransaction. It changes to another theoretical perspective, proposes a property rights system of usage whose

frame  structure  comprises  the  theory  of  the  right  to  use,  the  theory  of  organization  and  the  enterprise

theory.  Comparing  with  the  new  institutional  economics,  this  paper  tries  to  investigate  and  analyze  three

facets—contents, nature and characteristics—preliminarily.

Key  words:   the  center  of  ownership,  a  center  around  the  right  to  use,  property  rights,  enterprises,

organiz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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